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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构想(Conceptual Framework)· 

本土文化情境下领导行为对员工变革反应的影响： 
基于图式理论的动态研究* 

杜  旌 
(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武汉 430072) 

摘  要  对于转型期的中国企业, 变革已成为企业生命中的一个重要部分, 变革让企业获取新的生命力和竞

争力。员工在变革中的行为反应是变革成败的关键, 国外众多研究发现领导行为对员工变革反应有显著影响。

但以往研究主要是静态考察单一领导层级对员工变革反应的作用, 没有揭示多层领导行为的动态影响作用和

员工变革反应产生、发展、成熟、再发展的变化规律, 也缺乏考察我国文化情景因素的影响。本文展开以下

研究：(1)同时探索两个层级领导行为对员工变革反应及其变化的动态影响, 即高管或企业家层级和中层管理

者层级的领导行为在变革不同时期对员工的不同影响作用; (2)考察中国文化因素在领导行为对员工变革反应

影响中的权变作用, 研究关注权力距离、中庸、关系导向文化三种文化因素; (3)基于图式理论研究在变革期领

导行为效用的中介作用机制。研究构想假设将采用纵向实证数据来检验, 其结论将对我国企业变革具有重要

理论和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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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提出  

在我国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 变革已经成为
企业生命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从激进式变革(如
企业重组和改制)到渐进式变革(如激励制度修改
和调整; 王辉, 2008; Chung, Du, & Choi, 2013), 
各种变革无处不在。通过各种方式的升级转型和

持续改进, 变革让我国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获得
了新的生命力和竞争力, 从而在激烈竞争的市场
中持续生存和发展。随着变革由浅层级向深层次

逐步迈进, 企业变革也越来越复杂, 如何更好地
推进变革成为一个紧迫问题。 

员工对变革的行为反应是变革成败的关键

(朱其权, 龙立荣, 2011a), 而领导是影响员工变革
反应的关键性因素。已有大量研究关注在变革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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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行为与员工行为反应的关系 (如 Rodell & 
Colquitt, 2009; Furst & Cable, 2008; 特别见
Leadership Quarterly 在 2003 年关于 Leading for 
innovation 的两期专刊 , Mumford & Licuanan, 
2004), 但仍有 3个方面的问题需要解决： 

(1)变革期不同层级领导行为对员工的动态影
响。现有研究常常只关注单一的高管或中层管理

者领导行为对变革期员工的影响 (Mumford & 
Licuanan, 2004), 没有同时探索不同层级领导行
为的作用。在我国企业中, 变革常常是自上而下
进行 (top-down), 发起者常常是企业高层管理团
队或企业家, 变革的推进和执行者往往是中层管
理者, 这两层级领导行为对员工有着不同的影响, 
且这种影响也会随变革发展而发生变化。例如 , 
在变革初期, 高管或企业家号召和发起变革, 向
各级员工发布变革信息。这个时期, 高管或企业
家对员工影响作用可能会显著高于中层管理者。

但随着变革推进, 与员工有密切互动的中层管理
人员对员工影响可能会逐步增强。为揭示这两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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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级领导行为的影响及其动态变化, 有必要同时
研究并比较这两个层级领导行为的作用。 

(2)变革中员工自身行为反应的动态变化。事
物都有产生、发展、成熟、衰落、消亡的变化过

程, 变革中事物的这种变化特点就更为突出。员
工变革反应不是一成不变, 而是随着时间推移而
改变(Langley, Smallman, Tsoukas, & van de Ven, 
2010)。商鞅变法初期, “徙木为信”的故事就说明
了在变革初期, 民众从不信任的观望状态向信任
的投入状态的转变。已有横断面研究很难揭示这

种变化规律, 开展动态追踪研究, 探索变革期领
导行为对员工变革反应“变化”的影响, 有助于让
我们更好地推进变革。 

(3)中国传统文化因素对变革期领导行为效用
的影响。已有变革研究主要在西方情境下运用西

方理论解决问题, 很少涉及中国的文化因素。西
方领导行为建立在上下级平等的关系上。而在我

国 , 上下级是典型的层级关系 , 上级威权领导
(Authoritarian leadership)和下级高权力距离使得
上下级是不平等关系, 这种不平等影响员工主动
性在变革中的发挥(Cheng, Chou, & Farh, 2000)。
另外, 西方个体注重自我, 而在我国中庸文化下, 
人们更倾向于和周边人的行为保持一致(吴佳辉, 

林以正, 2005)。西方企业大多是绩效导向文化, 而
在我国企业中关系导向文化还很普遍。在这些中

西方差别下, 我国变革期领导行为对员工变革中
行为的作用会与西方有所不同, 需要我国组织行
为学研究者进行有关中国文化特色的变革研究。 

鉴于以上不足, 本研究从动态视角探索中国
情境下不同层级领导行为对员工变革反应的影响, 
研究基于图式理论来分析员工对于变革期领导行

为的心理认知, 阐释员工变革反应的内在原因。
图式理论(Schema Theory)是指人们利用头脑中的
认知结构(图式, Fiske & Taylor, 1984)来理解外界
环境的一种认知模式。通过图式理论中的因果联

系、价值衡量和推断预测, 员工们可以简单有效
地认识和解释变革的内涵, 从而形成对变革的认
知(Lau & Woodman, 1995)。本研究中, 图式理论
用来分析员工的变革心理认知。总的来说, 本研
究考察在我国企业变革中, 变革的发起者(企业高
层或企业家)和变革的推进者(企业中层)的多层领
导行为对员工的影响, 探究领导行为对员工变革
反应变化的动态作用。研究考察多层面文化因素

的权变作用机制, 基于图式理论探索员工变革期
望和变革公平的中介作用机制, 研究框架如图 1 
所示。研究结果对于我国企业变革期间, 改进各 

 

 
 

图 1  研究框架示意图 

注：图中最右侧框图内向上的虚线箭头代表员工变革反应的正向变化, 员工从任一反应向上变化都是正向变化, 例

如从消极服从变为主动配合。向下的虚线箭头代表员工变革反应的负向变化, 同样任一反应向下变化均为负向变化, 

例如从积极投入变为抵制。 

图中未表示出控制变量, 研究将控制人口统计变量和变革特征变量(变革历史和变革影响等)。 



第 9期 杜  旌: 本土文化情境下领导行为对员工变革反应的影响：基于图式理论的动态研究 1533 

 

 

层级管理者领导行为, 减少员工抵制行为, 促进
员工积极支持和参与变革有着重要的理论价值和

现实意义。 

2  理论探讨和研究构想 

2.1  员工变革反应及其动态变化 
员工变革反应是指员工针对变革的行为反应, 

Herscovitch 和 Meyer (2002)根据员工在变革中投
入参与程度将变革反应划分为 5 种, 由低到高分
别是积极抵制→消极抵制→消极服从→主动配合
→积极支持, 这种划分刻画出变革期员工的心理
状态, 即从反对到服从, 再到认同和内化的过程
(Holt, Armenakis, Feild, & Harris, 2007)。然而
Lüscher和 Lewis (2008)提出员工变革期会有一个
判断决策的过程, 这个过程被称为观望, 具体的
就是指个人在决策时面对不确定环境而采取一种

自我保护的过渡性行为。通过观望, 员工获得了
更全面的信息和更清晰的认识, 从而可以采取正
确的行动(Maitlis, 2005)。观望经常发生在变革初
期, 但也有可能会发生在变革进行过程中, 这通
常是由于变革遇到各种困难而使变革前景变得不

明朗。 
大量研究揭示了组织和个体因素对员工变革

反应的影响 (Bouckenooghe, Devos, & van den 
Broeck, 2009; Rafferty & Restubog, 2010), 但现有
研究大都是横截面的静态研究, 没有揭示出员工
变革反应是如何产生、发展、成熟、再发展或消

亡的变化过程, 也没有探索这些行为变化的影响
因 素 。 国 际 管 理 学 权 威 期 刊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在 2010年公开征集研究事物
长期发展规律的论文(Langley et al., 2010), 该征
文专题指出由于缺乏长期跟踪研究, 我们不清楚
个体面对变革的反应是如何产生、发展和成熟的, 
有必要开展大量长期纵向的实证研究, 探讨变革
中事物的变化规律。本研究在关注员工变革反应

的基础上, 还关注员工变革反应的变化。根据已
有研究(Boswell, Shipp, Payne, & Culbertson, 2009; 
Jokisaari & Nurmi, 2009), 本研究将员工变革反应
变化分为正向变化和负向变化(如图 1 所示), 正
向变化是指员工由低参与行为变为高参与行为 , 
例如以下变化：观望或抵制→主动配合→积极投
入。负向变化是指员工由高参与行为变为低参与

行为, 例如以下变化：观望→抵制, 或积极投入→

主动配合→消极服从→观望。总的来说, 本研究
在以往研究基础之上(Rafferty & Restubog, 2010), 
将员工在变革中的反应界定为 5种, 分别是抵制、
观望、消极服从、主动配合、积极支持, 将员工
变革反应的变化界定为变革反应正向变化和变革

反应负向变化。 
2.2  变革中多层领导行为的影响 

在有关变革的影响因素中, 领导行为毫无疑
问是关键变量。Mumford和 Licuanan (2004)指出
变革中不同层级领导的角色不同：一种是企业高

层管理者或企业家来扮演的舵手角色, 他们作为
变革发起者, 为员工创建变革愿景和增进员工对
变革的认同; 另一种是中层管理者的日常领导角
色(day to day leadership), 即直接领导和激励员工
去执行变革(Balogun & Johnson, 2004)。两个层级
领导行为都对员工变革反应有影响, 但以往研究
只关注变革中单一层级的领导行为, 忽视了多层
级领导行为的影响。本研究将探索变革中不同层

级领导行为对员工的影响。 
在关于变革中的领导行为研究中, 学者们主

要集中在探索并验证变革型领导对员工变革反应

的影响。的确, 变革型领导对推动企业变革有着
天然的促进作用(Charbonnier-Voirin, El Akremi, & 
Vandenberghe, 2010)。但现有研究还很少关注我国
企业变革中的威权领导、魅力领导、交易型领导、

参与式领导对员工变革行为影响。为探索更多的

未知领域、避免简单重复西方关于变革型领导的

研究, 本文聚焦于以往变革研究关注较少的威权
领导、魅力领导、交易型领导和参与式领导。关

于我国企业 CEO 领导行为的一项大规模调查研
究发现(Tsui, Wang, Xin, Zhang, & Fu, 2004; Wang, 
Tsui, & Xin, 2011), 目前我国企业实践中威权领
导仍是高管人员常常表现出的领导行为, 而树立
愿景、敢于冒险的魅力型领导也较为普遍。基于

威权领导和魅力领导在我国高层管理者中具有一

定的普遍性, 本研究关注高层管理者的这两种领
导行为, 探索在企业变革中威权领导和魅力领导
的效用。威权领导通过“立威”来迫使员工服从领
导, 而魅力领导是通过内在激发, 来“引领”员工
(Cheng, Chou, Wu, Huang, & Farh, 2004; Levay, 
2010), 因此研究高管的这两种领导行为一定程度
上还可以进行对比研究, 对比外力迫使和内在驱
动对变革期员工行为的潜在不同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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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层领导在组织中的角色注重战略执行与目

标达成, 他们的领导行为成为变革是否成功的重
要因素(Balogun, & Johnson, 2004; Williams, 2000; 
Floyd & Lane, 2000)。麦肯锡公司 1999年成立了
专门研究公司变革成败原因的小组, 研究结果显
示中层管理人员在变革成败中扮演决定性角色。

由职位和角色所决定, 中层领导更关心目标的完
成过程与完成结果(Kanter, 2004), 因此, 激励下
属完成目标成为中层领导者工作的重要内容

(Connors & Romberg, 1991)。对于目标导向的中层
管理者, 交易型领导是企业实践中较早被关注、
也是最为常见的领导风格(Burns, 1978), 该领导
行为主要关注是如何激励下属去完成既定目标的

(魏峰, 袁欣, 邸杨, 2009)。随着管理水平提升, 参
与式领导是近些年学者们所倡导、并被越来越多

企业学习和实施的领导风格 (Chen & Tjosvold, 
2006; Somech, 2003; 陈雪峰, 时勘, 2008)。这两
种领导行为分别采用外部物质交换和内在激励来

提高员工动机。选取这两种领导风格, 可以对比
中层管理者在推进变革时, 实施外在物质激励和
内在激发两种不同激励途径的效用(Arnold, Arad, 
Rhoades, & Drasgow, 2000)。因此, 本研究重点关
注中层领导者的交易型领导和参与式领导对员工

变革反应的影响作用。 
2.2.1  高管或企业家领导行为对员工变革反应及

其变化的影响 
在高管或企业家层级, 威权领导和魅力型领

导是本研究关注的重点。威权领导是指领导者强

调其权威不容挑战性, 控制下属并要求下属毫无
保留服从的领导行为( 壎郑伯 , 周丽芳 , 樊景立 , 
2000)。威权领导是华人领导常见的领导行为
(Pellegrini & Scandura, 2008), 也是我国企业人治
情形下家长式领导的一个典型特征(Farh & Cheng, 
2000)。许多学着认为威权领导对员工有消极作用
(吴隆增, 刘军, 刘刚, 2009), 例如周明建和阮超
(2010)针对深圳 15 家企业实证研究发现, 威权领
导对员工的工作绩效和组织公民行为有显著负向

作用。但我国现实中威权领导非常普遍, 他们对
变革的推动作用也显而易见, 其重要原因是员工
惧怕受到惩罚而不得不服从变革(Cheng, 1995)。
纵向角度来看, 在变革执行期间威权领导不仅可
以降低员工变革抵制行为, 还可以降低员工变革
行为的负向变化。员工一旦参与变革到中, 变革

参与程度的降低都意味着是对变革的抵制。考虑

到威权领导可能的惩罚, 员工在降低变革参与程
度时, 必然会小心翼翼、谨慎决策, 不会贸然降低
自己的变革参与程度。 

Levay (2010)将企业中的魅力型领导定义为
那些有着非同寻常、特别才能和智慧, 能够激发
下属的领导者。魅力型领导有如下特点：(1)清晰
的和鼓舞人心的战略愿景; (2)非传统的行为方式
来实现愿景; (3)敢于承担个人风险和强烈的自信
(Howell & Shamir, 2005)。魅力是现代领导行为中
重要和有效的要素 , 例如王辉(2008)认为是魅力
型领导是变革型领导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已有

学者展开有关魅力型领导的研究, 如董临萍、吴
冰和黄维德(2008)在企业中发现魅力型领导对群
体效能和群体绩效有显著积极作用, 刘惠琴和张
德(2007)在高校科研团队中发现魅力型领导和团
队创新绩效有显著关系。 

魅力型领导在变革时期的作用会得到极大的

凸显。在追随者眼里, 魅力型领导本身就是具有
高度的信念和价值观的化身, 他们充满能力并给
与下属榜样。同时, 魅力型领导能够向下属传达
具有道德色彩的目标, 引领下属的行为, 更重要
的是, 魅力型领导会唤起追随者完成工作所需要
的内在动机, 寄予追随者高度的期望并鼓励他们
达成目标(王辉, 2008)。魅力型领导的这些特征有
利于减少追随者不确定性回避行为, 提高对变革
的顺从和支持行为。刘子安和陈建勋(2009)针对高
层管理者的研究显示, 魅力型领导对自主技术创
新变革有显著的积极作用。 

从整个变革执行期来看, 魅力型领导还会阻
止员工变革参与程度降低, 减少变革反应负向变
化。魅力型领导向员工传递强烈的变革意志和方

向 , 当员工面临变革困难产生畏惧退缩情绪时 , 
这种强烈的信念能帮助员工坚守底线不动摇, 从
而最大可能减少变革负向变化发生的几率。总的

来说, 威权领导下员工惧怕受到惩罚, 而不敢抵
制变革或停滞观望, 会表现出消极服从(Pellegrini 
& Scandura, 2008)。魅力型领导善于鼓舞员工、激
发员工, 增加员工对变革的认同程度, 因此魅力
型领导下, 员工会表现出更多的配合和投入行为
(Levay, 2010)。同时由于威权领导所带来可能的惩
罚和魅力型领导传递的坚强信念, 使得员工在变革
期间不敢减少变革参与程度或者能够坚守当前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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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程度, 从而降低员工变革反应的负向变化。 
2.2.2  中层管理者领导行为对员工变革反应及其

变化的影响 
对于中层管理者, 本研究重点关注交易型领

导和参与式领导。交易型领导由 Burns (1978)提出
的用于描述上下级之间利益交换的领导行为, 交
易型领导是建立在交易过程中, 领导者依照下属
的努力与表现情况给予奖赏反馈。Bass (1999)也
强调, 交易型领导要识别下属的需要, 并且将满
足下属需要作为高绩效的回报。有学者将交易型

领导分为权变奖励(Contingent Reward)和权变惩
罚 (Contingent Punishment)两个维度 (Podsakoff, 
Todor, Grover, & Huber, 1984)。权变奖励是指领导
者要奖励那些完成绩效目标的人, 而权变惩罚则
是指领导者要惩罚那些没有完成目标的人。可以

看出, 交易型领导是以结果为导向, 实施“胡萝卜
加大棒”的政策(吴维库, 富萍萍, 刘军, 2002)。这
种领导行为在变革执行和变革推进中显得尤为重

要, 一方面, 它提供诱因来激励员工积极参与到
变革中, 做出更多支持和配合变革的行为; 另一
方面, 他提供损失的机会成本(惩罚)来迫使员工
们规避这种惩罚, 降低对变革的抵触。 

参与式领导认为领导通过授权等方式让下属

参与到组织活动中, 能够提高员工对工作的内在
动机, 进而影响员工的行为(Arnold et al., 2000; 
陈雪峰, 时勘, 2008; 王辉, 2008)。在变革期中, 
参与式领导能够使员工更多地加入到变革进程中, 
获取更多关于变革的信息, 授予员工更大的权限, 
参与更多变革的决策, 降低关于变革不确定性的
认知, 这些会使员工从一个“被动”的“被变革者”
变成一个“主动”的“变革者”, 从而做出更多地支
持变革的行为(Arnold et al., 2000)。 

以上分析显示在影响基层员工变革反应方面, 
中层管理者的交易型领导和参与式领导更具有实

质性效果(魏峰等, 2009; Somech, 2003)。中层管理
者交易型领导和参与式领导分别关注管理的结果

和过程 , 他们通过经济和心理的及时有效交换 , 
以及建立员工变革认同, 来影响员工变革反应。
从纵向长期的角度来看, 中层交易型领导和参与
式领导在变革期间还对员工变革反应的正向变化

有显著积极作用。中层交易型领导通过交换使变

革中员工的自我利益得到满足, 参与式领导通过
员工参与来提升员工变革认同程度进而提高员工

变革投入。随着变革推进, 这两种领导行为会让
员工在变革期间形成投入和收益良性循环, 即参
与→获益→参与的循环。这个循环可以增加员工
参与变革的动机水平, 促进员工变革反应的正向
变化(陈雪峰, 时勘, 2008)。 
2.2.3  不同层级领导行为影响员工变革反应的动

态变化 
Yang, Zhang和 Tsui (2010)发现在多层级领导

中, 高一层级领导的影响力会绕过低一层级领导, 
直接对基层员工产生作用。我国企业变革大都是

有高层或企业家发起 , 是一种从上至下 (Top- 
down)的变革。对于我国企业高管或企业家, 威权
或魅力行为是常见领导行为, 也是众多学者关注
的焦点(Howell & Shamir, 2005; 壎郑伯 等, 2000)。
在变革初期, 高层管理人员扮演了变革号召者和
发起者的角色 , 他们向各级员工发布变革信息 , 
对员工直接产生影响。由于惧怕惩罚或由于魅力

激发, 威权领导和魅力型领导对员工变革反应有
着显著积极作用。但随着变革推进, 高层领导的
积极作用有可能会降低 (Rafferty & Restubog, 
2010), 其主要原因是高层领导不能及时给予工作
支持。变革是从原有状态向新状态进发的过程 , 
在移动过程中, 仅靠精神的推动作用还不足以克
服各方阻力, 需要更为实际的支持, 这种需要变
革执行期尤为突出(Holt et al., 2007)。随着变革逐
步深入, 中层管理者作为变革代理人的角色则逐
渐凸显出来(Balogun & Johnson, 2004)。中层管理
者与员工有着频繁的互动, 这些互动向员工传递
各种变革信息, 更深程度影响着员工变革反应。
相对于高管或企业家对员工的精神领袖作用, 中
层管理者与员工有着天然紧密的联系, 他们的互
动对员工有着更为实际的作用 (Connors & 
Romberg, 1991; Shin, Taylor, & Seo, 2012)。变革是
在各种阻力情形下的前进, 为了克服阻力, 需要
上级对下级的不断支持和激励, 这种日常领导角
色只有中层管理者能够完成 (Fenton-O'Creevy, 
1998)。因此从纵向发展角度来看, 高管或企业家
对员工变革反应的影响作用会随着变革推进而下

降, 随着变革进入中后期阶段, 中层管理者务实
领导行为的影响作用则会凸现出来。 
2.2.4  研究构想一：不同层级领导行为对员工变

革反应及其变化的动态影响 
基于以上讨论, 本文提出如下研究构想, 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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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究在变革不同时期不同层级领导行为对员工变

革反应及其变化的动态影响。研究构想内容可以

概况为以下 4个总假设： 
H1：多层领导行为对员工变革反应有显著影

响作用： 
(a) 高层威权领导显著降低员工变革观望和

抵制行为, 高层魅力型领导显著提升员工变革积
极投入和主动配合行为。 

(b) 中层交易型领导显著降低员工变革观望
和抵制行为, 中层交易型领导和参与式领导都显
著提升员工变革积极投入和主动配合行为。 

H2：多层领导行为对员工变革反应变化有显
著影响作用： 

(a) 高层威权领导和魅力型领导显著降低员
工变革反应的负向变化。 

(b) 中层交易型领导和参与式领导显著促进
员工变革反应的正向变化。 

H3：变革不同时期, 领导行为对员工变革反
应及其变化的影响作用显著不同： 

(a) 相对于变革初期 , 在变革中后期高层领
导行为对员工变革反应及其变化的影响作用显著

降低;  
(b) 相对于变革初期 , 在变革中后期中层领

导行为对员工变革反应及其变化的影响作用显著

增加。 
H4：变革同一时期, 不同层级领导行为对员

工变革反应及其变化的影响作用显著不同： 
(a)在变革期初期, 高层领导行为对员工变革

反应及其变化的影响作用显著高于中层领导行为

的影响作用;  
(b)在变革期中后期, 高层领导行为对员工变

革反应及其变化的影响作用显著低于中层领导行

为的影响作用。 
说明：在假设中, 高管或企业家用“高层”代表, 

中层管理者用“中层”代表。 
2.3  领导行为影响员工变革反应的中介作用机制 
2.3.1  变革期望和变革公平认知的中介作用：图

式理论的分析 
图式(Schema)是一种认知结构 , 这种认知结

构是关于对特定概念或事物联系的组织化的知识

和认知(Fiske & Taylor, 1984)。人们对储藏在记忆
中的事件和体验进行整理, 形成有关事物归属和
联系的概念, 而后把这些概念有层次的组织形成

了认知结构。这个认知结构根据事物的种类、特

征来区分事物, 并通过感知事物的相似性和不同
点来不断强化发展(Porac & Thomas, 1990)。图式
的认知结构可以分为 3种：(1)因果认知结构。图
式提供关于事物和人之间联系的推论框架, 通过
这个框架, 人们可以理解人们行为的原因、解释
事情为什么发生; (2)价值认知结构。头脑中图式
为人们提供评价特定人、事或他们之间关系的重

要性和价值的框架(Markus & Zajonc, 1985)。(3)
推论认知结构。Taylor和 Crocker (1981)认为图式
为人们提供了推论和预测事物发生可能性的认知

框架。这种预测是基于头脑中关于事物之间联系

的认知, 推论认知框架是对未来事物的预测, 而
因果认知是对已发生事件的认识和解释。图式理

论的工作原理就像数据归纳和整理过程, 当人们
遇到复杂和难以理解的外界信息时, 头脑中的图
式通过以上 3 种认知结构, 对这些信息进行编码
整理, 从而将复杂和不确定简化, 形成自己解释、
理解和判断(Balogun & Johnson, 2004)。 

人们通过图式会对变革形成多种认知, 这其
中变革公平 (Change justice)和变革期望 (Change 
expectation)认知受到许多学者关注。变革公平是
指变革的公平性, 与组织公平类似, 变革公平也
分为变革程序公平、变革互动公平、变革信息公

平、变革结果公平(Caldwell, Herold, & Fedor, 2004; 
Rodell & Colquitt, 2009; 朱其权, 龙立荣, 2011b)。变
革期望是指对于变革可能产生结果的认知, 这种认
知是员工预测变革给自己工作本身和生活可能带

来的改变(King, 1974)。在变革中, 员工根据政策
程序的执行、与上级互动、信息分享程度、分配

结果等信息来判断变革是否公平, 预测未来自己
可能的收获, 形成变革期望。 

企业高管或企业家主要是通过其威望或魅力

为员工传递变革信息。当由企业高管和企业家发

起一项变革时, 员工们获取的变革信息有限。这
时他们会把变革与发起者的个人特质相联系来认

识变革, 如“马云发起的变革, 肯定没有问题”。这
种变革与高管或企业家的联系, 是基于以往结构
化的知识和经验 , 即图式 (Lau & Woodman, 
1995)。对于中层管理者, 他们通过频繁的日常互
动为员工提供大量有关变革的具体信息, 如变革
具体执行措施、涉及范围、影响程度, 员工将这
些信息与以往结构化经验联系, 形成对变革的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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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Balogun, & Johnson, 2004)。 
员工通过图式所形成的变革公平和变革期望, 

与员工对变革的态度和行为反应密切相关。公平

理论和期望理论阐明了变革公平和变革期望对员

工变革反应有着显著的影响, 公平理论认为当员
工感知到自己付出和收获的比例大于别人时, 则
会减少自己的付出以获取等比例的付出和收获

(Adams, 1965)。期望理论阐释了当员工认识到自
己的行为可以获得对自己有价值的结果时, 就会
投入到这种行为中(Vroom, 1964)。Caldwell 等人
(2004)发现变革公平有效预测员工在变革中的适
应性, Rodell和 Colquitt (2009)研究表明感知到高
变革公平和变革期望的员工对变革的支持程度显

著增高。变革的公平性还被发现与变革承诺和组

织承诺密切相关(Fedor, Caldwell, & Herold, 2006)。 
2.3.2  研究构想二：基于图式理论的领导行为影

响员工变革反应中介机制研究 
总结以上讨论 , 可以看出图式(Schema)是人

们对特定概念或事物联系的组织化认知结构, 人
们通过这种认知结构对外界信息进行加工

(Sensemaking), 形成对事物的认识和理解。在变
革中, 员工通过图式中因果联系和价值衡量, 来
加工上级传来的信息, 形成关于变革是否公平的
认知 , 即变革公平(Fedor et al., 2006; Rodell & 
Colquitt, 2009)。员工还会通过图式中的推断预测
维度, 在上级领导行为的基础上预测变革可能会
带来什么, 即变革期望(Caldwell et al., 2004)。公
平理论和期望理论表明, 员工对变革公平和变革
期望的认知影响员工变革反应(Lind, 2001; Vroom, 
1964), 当员工认识到变革是公平的并对变革有积
极预期时, 会积极投身到变革中。因此本文提出
如下研究构想假设： 

H5：员工变革公平认知和变革期望在不同层
级领导行为对员工变革反应及其变化的影响作用

中起中介作用。 
2.4  传统本土文化对变革中领导行为效用的权

变作用 
2.4.1  传统本土文化因素及其权变作用 

组织行为学研究中, 事物之间的联系是在特
定情形下发生的 , 即权变作用机制 (Wu & 
Chaturvedi, 2009)。已有研究大都是以西方企业为
研究对象, 缺乏考察在东方文化情景下的变革研
究。因此, 本研究探索我国本土文化因素对变革

期不同层级领导行为效用的权变作用机制, 这些
文化因素是权力距离、中庸、关系导向文化。权

力距离是指人们对组织中权力分配不平等情况的

接受程度, 权力距离越高, 人们越尊重和服从权
利, 相反权力距离越低, 上级和下级之间越平等
(Hofstede, 2001)。权力距离不仅可以在国家文化
层面存在 , 也可以作为个体价值取向变量
(Kirkman, Chen, Farh, Chen, & Lowe, 2009)。我国
是典型的高权力距离文化, 但我国新生代的价值
观呈现多元化, 有必要从个体层面来研究权力距
离的权变影响。高权力距离取向的员工认可权力

的不平均分配 , 敬畏上级权威并严守层级距离 , 
尊重服从领导予以的奖励分配。 因此，高权力距
离取向的员工更容易接受威权领导和交易型领导

(Wu & Chaturvedi, 2009), 也就是说当员工是高权
力距离取向时, 威权领导和交易型领导对员工变
革反应的作用更强。魅力型领导和参与式领导分

别通过个人魅力和平等参与来激励和领导员工, 他
们尊重下级个人需要, 与下级进行平等交流。在
这两种领导行为下 , 上级和下级个人距离减小 , 
更适合于低权力距离取向的员工, 因此魅力型领
导和参与式领导对低权力距离取向员工的变革反

应有更显著的作用(刘子安, 陈建勋, 2009; Levay, 
2010)。 

中庸是中华民族思想体系的核心, 已经融入
到我国的民族性格和社会心理当中, 成为中华民
族根深蒂固的文化传统和社会文化心理。随着我

国本土心理学发展, 众多学者将中庸研究逐渐从
哲学领域拓展到心理学和行为学领域。不同学者

对中庸有着不同的解释, 但核心都是指和谐、执
中、顾全大局 (吴佳辉 , 林以正 , 2005; 赵志裕 , 
2000), 具体来说, 中庸可以表述为基于全局的、
辩证的认知环境, 采用“执中”、适度而非偏激的方
式, 达到个体与整体的和谐。高中庸的员工很少
采取极端行动, 而是倾向于与周围同事保持一致, 
容易受周围同事行为处事的影响。因此，对于高

中庸员工, 除了受上级领导的影响, 周围同事的
影响也不容忽视。在变革中, 周围同事的变革反
应与中庸互动 , 影响对员工变革的认知和判断 , 
这种影响作用对领导行为有替代作用, 即削弱领
导行为对员工的影响。 

中国特有的关系文化已经受到许多国际学者

的认可并展开了有效研究 (Chen, Friedman, Y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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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ng, & Lu, 2009), 关系的汉语拼音还成为了专
门英文单词 Guanxi (Chen, & Chen, 2004)。关系文
化导向产生作用的实质是用人际关系来替代现有

的规则、规范和制度(Xin & Pearce, 1996)。企业中
关系文化常常是指在企业中涉及人员变动、提升、

奖励等情况时, 人情关系凌驾于政策规章制度之
上的情形(Farh, Tsui, Xin, & Cheng, 1998)。关系文
化影响员工对领导行为的判断, 例如由于威权领
导本身的家长式作风, 员工会担心威权领导由于
受裙带关系的影响而失去公正性, 因此越发惧怕
威权。对于魅力型领导, 员工会质疑其魅力是否
能有效抵挡各方面的人情关系, 从而坚决推进变
革(Tsui & Farh, 1997; Xin & Pearce, 1996)。交易型
领导用物质与员工付出进行交换, 高关系文化下, 
员工会担心这种交换是否受人际关系的影响。在

低关系导向企业文化中, 当参与式领导邀请员工
参与管理决策时, 员工会认为参与是上级对自己
的信任。而在高关系导向企业文化中, 员工对参
与决策会抱有怀疑态度, 甚至有作秀或者被利用
的感觉。因此, 企业关系文化在领导行为对员工
变革反应影响过程中有权变作用。 
2.4.2  研究构想三：传统本土文化对变革中领导

行为效用的权变作用 
由上述讨论可以看出组织行为研究需要考察

文化因素, 但以往领导力与变革的关系研究缺乏
考虑我国本土文化的影响。我国本土文化中权力

距离、中庸、关系导向文化是变革中领导行为效

用的潜在调节变量。高权力距离员工对领导更为

尊重从而影响领导行为效用, 高中庸员工会观察
其他同事的行为来决定多大程度服从领导, 高关
系导向文化下员工会怀疑领导的公正性从而影响

变革中领导行为的效用。基于这些潜在的情景作

用, 本文提出如下研究构想假设： 
H6：员工权力距离取向调节不同层级领导行

为对员工变革反应及其变化的影响作用：相对于

低权利距离取向员工, 威权领导和交易型领导行
为对高权利距离取向员工变革反应及其变化的

影响作用增强 , 而魅力型领导和参与式领导对
高权利距离取向员工变革反应及其变化的影响

作用降低。 
H7：中庸和他人变革反应互动, 调节不同层

级领导行为对员工变革反应及其变化的影响作

用：相对于低中庸员工, 高中庸员工与他人变革

反应互动会降低不同层级领导行为对员工变革反

应及其变化的影响作用。 
H8：企业关系导向文化调节不同层级领导行

为对员工变革反应及其变化的影响作用：相对于

低关系导向企业文化, 在高关系导向企业文化下, 
不同层级领导行为对员工变革反应及其变化的影

响作用降低。 

3  总结 

本研究从动态视角考察不同层级领导行为对

员工变革反应的影响作用, 研究包含：(1)两个层
级领导, 即同时研究两个层级领导行为(高管或企
业家和中层管理者)对员工变革反应的影响作用; 
(2)两种动态变化, 即运用长期纵向研究, 关注在
变革的不同时期两个层级领导行为影响作用的动

态变化, 以及员工变革反应的动态变化; (3)三个
方面文化, 即考察权力距离取向、中庸、关系导
向文化在不同层级领导行为对员工变革反应影响

中的权变作用。研究还基于图式理论视角, 探索
不同层级领导行为影响员工变革反应过程中变革

期望和变革公平的中介作用机制。 
本研究未来将采用纵向研究方法, 对研究构

想进行实证检验。实证检验的难点之一是数据收

集。数据收集工作首先要确定即将进行变革的企

业, 这需要研究者通过各种途径保持和企业良好
的沟通, 以便及时获取企业将要变革的信息。具
体数据收集工作应当在变革前期、变革中期、变

革后期等多个时期来进行, 并尽可能确保足够多
的员工完整参与各期数据收集, 即完整参与变革
初期、中期、后期等多次调查的员工要达到一定

数量, 以便分析员工在变革整个时期变革反应的
变化。为确保有充足员工完整参与整个变革调查, 
可以向员工赠送小礼品促进员工积极参与调查 , 
或将调查作为企业变革效果检验一部分, 将数据
收集正式化。调查中还应有充分宣讲和培训, 使
员工重视问卷调查并了解如何完成调查问卷。为

减小同源误差 , 应当采取员工与上级的配对收
集。除了常用的相关分析、方差分析、结构方程

技术等, 数据分析应当采用多层次线性增长模型, 
来获得更准确的分析结果。 

实证检验本研究构想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主要

体现在两个方面：(1)从纵向、动态的视角研究变
革中领导行为的效用, 同时也关注了员工变革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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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的动态变化, 积极响应了目前需要纵向探索企
业变革的研究号召(Langley et al., 2010); (2)几十
年改革开放的经验表明, 不能直接照搬西方的管
理方法和企业实践。基于本土文化情景下的领导

行为对员工变革行为的影响研究, 不仅可以丰富
跨文化研究, 而且对我国企业变革有很强的指导
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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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ynamic Effect of Multilevel Leadership on Employee Responses to 
Organizational Change: Moderating Role of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DU Jing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School of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 China) 

Abstract: Organizational change has been becoming the part of organizational life for Chinese enterprises, 
by which Chinese enterprises enhance their competence and survive during the period of transition. 
Employee response to organizational change is critical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organizational change. 
Researches have found the leadership plays a vital role for employee response. However, prior studies 
focused on single-level leadership using cross-section data. They failed to explore dynamic effect of 
multilevel leadership on the dynamic employee response during the process of organizational change, as 
well as to explore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To fill these gaps, this research 
conducts following three studies: (1) exploring the dynamic effect of two-level leadership (executives and 
middle manager) on dynamic employee response; (2) investigating the moderating effects of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power distance, Zhongyong, and Guanxi) on the relationship of leadership with 
employee response; (3) using Schema Theory to test the mediating process from leadership to employee 
response. These studies will be empirical examined using longitudinal data set collected in Chinese 
enterprises and their findings will provide insightful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contribution. 
Key words: multilevel leadership; employee response to organizational change; dynamic;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Schema Theory 


